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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是威胁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基于生态压力视角构建生

态安全格局对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为研究区，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基础上采用景观

连通性指数识别生态源地，基于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识别生态压力热点区，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

型(MCR)提取生态源间廊道和生态压力需求廊道，从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源地总面积为

25581.47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24.20%,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浙西浙东等地；生态压力热点区集中在上海、苏州

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生态源地与生态压力热点区在空间上并无重叠，生态供需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失耦。(2)

生态廊道网络由生态源间廊道和生态压力需求廊道组成，生态源间廊道总长度为 2459.13km,呈现“两纵一横”的空

间格局，适宜修建宽度为 1200m;生态压力需求廊道总长度为 1186.71km,呈现以生态源地为核心的空间组团特征，

一般、较高、高压力需求廊道的适宜修建宽度分别为 750、550和 100～200m。(3)划分了生态保育区、生态控制区、

生态过渡区、生产生活区和廊道修复区，各区占比分别为 40.25%、15.40%、11.02%、33.20%、0.13%。研究结果可

为长三角地区的生态安全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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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用地需求，大量的生态用地被建设用地蚕食，原本整体连续的自然生境被分割成破碎程度高的混合

斑块镶嵌体[1],严重影响了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

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有效途径[2]。目前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日趋成熟，形成了“生态源地识别-生态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的

构建范式[3]。生态源地识别主要有定性与定量两种方式，定性识别是将生境质量较好的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源地[4,5],

该方法简单直接，但主观性较强，忽略了生态源地在区域生态系统中的空间连通性[6];定量识别则是以生态敏感性、景观连通性

等指标进行评价，能较好衡量生态源地自身功能属性，运用较为广泛[7,8]。生态阻力面方法构建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基于土地覆

被类型直接赋值
[9]
;二是采用夜间灯光数据对土地覆被类型阻力面进行修正

[10]
;三是建立生态阻力因子指标体系

[11]
;考虑到直接赋

值不能反映同一土地类型的内部差异，近年来的研究常基于夜间灯光数据修正阻力面[12]或构建阻力因子指标体系识别阻力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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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能有效反映区域内物种和能量流动与扩散的潜在可能性及趋势，广泛应用于生态廊道的提取。 

诸多学者基于生境质量
[14]
、生态敏感性

[15]
,景观生态风险

[16]
等视角探讨了如何科学合理地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相关研究成果

可为国土生态管理提供战略决策支撑。但当前研究侧重于自然生态空间的廊道网络构建，在耦合自然生态空间和城镇发展空间

上略显不足，不可避免地造成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脱节；而城镇发展空间对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会制约

城市可持续发展，威胁区域生态安全。因此本文聚焦于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通过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定量评估区

域生态压力状况，基于人类活动强度识别生态压力热点区，搭建生态源地与生态压力热点区的需求廊道，形成自然生态空间和城

镇发展空间联系紧密的生态安全格局，以缓解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冲突，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亦是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高度集中的区域
[17]
;构建长三角生态安全

格局是实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本文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和景观连通性指数识别生态源地；利

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和夜间灯光数据识别生态压力热点区；运用 MCR 模型和重力模型构建生态廊道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生

态安全格局的优化对策，以期为长三角地区的生态安全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地区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上海为主核心，南京与杭州为次核心，辐射带动无

锡、苏州、常州等 13个地级市，总面积约为11.35×104km2。长三角地势南高北低，北部与中部地区以建设用地与耕地为主，南

部地区以林地为主；区域河网水系发达，丰富的淡水资源为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提供基本保障。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在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015 年长三角地区 GDP 达到 11.33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 16.52%。然而，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生态空间逐渐被建设用地蚕食，城市发展所引起的负面生态效应已严重影响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

欧维新等[18]的研究表明，近 20年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指数下降了 17.6%,其中上海、苏州等快速城市化地区的下降趋势最

为明显；由此可见亟需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尺度的生态安全格局。考虑到生态网络构建的完整性与连通性，研究区将不包含以岛屿

分布为主的浙江省舟山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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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三角地区 2015年土地覆盖类型图 

1.2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的数据包括 2015年土地覆盖数据、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地市行政边界数据、基础地理数据、DEM高程数据

和社会经济数据。其中土地覆盖数据、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和地市行政边界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基础地理数据包括道路和居民点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http://www.webmap.cn/main.do?method=index);DEM 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社会经济数

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及各省市对应的统计年鉴。为便于空间数据的分析，本文以

30m×30m 栅格大小划分基本空间单元。 

2 研究方法 

2.1生态压力测算 

生态足迹可用来测度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广泛依据“生态足迹”理论测算区域生态压力
[19,20,21];生态压力指数反映了区域生态系统的承压程度，是生态压力的主要测度指标[22]。能值生态足迹将能值理论与传统生态足

迹模型相结合，更为准确地测度资源消耗及环境影响[23],因此本文运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测算长三角各城市的生态压力指数。 

2.1.1生态承载力 

自然资源包括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不可更新资源受限其再生速度，不具备持续供给的能力，只有合理利用可更新资

源，才能保证生态承载力的可持续性[24],因而本文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只考虑太阳能、风能、雨水化学能、雨水势能和地球旋转能

5种可更新资源的能值；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同一性质的能源取其最大值，因此本文可更新资源的能值为雨水化学能和地球旋

转能之和。考虑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少需占用 12%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最终可供利用的实际人均生态承载力需乘以修正系数

0.88。计算公式如下[24,25]: 

 

式中：Eec表示人均生态承载力；e表示可更新自然资源的人均太阳能值；p表示全球平均能值密度。 

2.1.2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账户的消费项目包括生物资源消费(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与能源消费(原煤、汽油、天然气等),利用能值转

化率将消费项目折算成太阳能值，再引入能值密度将其换算成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计算公式如下[26]: 

 

式中：Eef表示人均生态足迹；ci表示第 i种资源的人均能值；p释义同上。 



 

 4 

2.1.3生态压力指数 

生态压力指数为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比率
[22]

: 

 

如果 ETI小于 1,表明该地区生态供给大于生态需求，区域发展还有较大的生态空间；如果 ETI大于 1,说明该地区的生态供

给无法满足生态需求，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系统表现出不安全的状态。 

2.2生态源地识别 

2.2.1MSPA分析 

MSPA分析方法是由 Vogt等[27]学者基于数学形态学原理提出的一种图像处理方法，通过骨架抽取、二值开闭运算等操作对栅

格图像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从像元层面识别具有不同生态功能的景观类型。本文基于 2015年长三角地区的土地覆盖数据，将

林地、草地、水域等自然生态用地设置为前景，其它用地类型设置为背景；利用 Guidos Toolbox软件平台对栅格数据进行 MSPA

分析，识别出互不重叠的具有不同生态学含义和功能的七类景观要素(图 2);其中核心区是前景像元中面积较大的生境斑块，对

维持景观完整性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生态源地选取的依据[28]。 

2.2.2景观连通性分析 

景观连通性是反映景观结构和功能互馈关系的重要指标[29]。可能连通性指数 PC和连通重要性指数 dPC能够较好反映出生态

斑块间的连接度水平和景观中各个斑块对景观连通性的重要程度，因此本文基于 Conefor2.6 软件分别计算 PC 和 dPC,对核心区

斑块的景观连通性重要程度进行评价，以此识别生态源地。 

 

式中：n表示研究区生态斑块总数；AL表示研究区景观总面积；ai、aj分别表示生态斑块 i和 j的面积；p*
ij表示物种在生态

斑块 i和 j扩散的最大概率。 

2.3生态阻力面构建 

阻力因素的确定是构建生态阻力面的基础，土地覆盖类型是影响物种迁移与扩散的基本因素，土地覆盖类型与生态源地的

景观特征越接近，物种向外扩散的阻力就越小；反之，其对物种扩散的阻力就越大[30]。地形起伏也会对物种的扩散造成影响，随

着高程、坡度的增加，物种扩散难度也随之增大[31]。此外人类活动的干扰对物种迁移与扩散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距离道路和居民

点越近，城镇建设扩张的可能性越高，物种迁移与扩散受到的阻碍也就越大。因此本文遵循可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的原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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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土地覆盖类型、地形因子(高程、坡度)、人类干扰因子(交通距离和居民点距离)来构建指标体系。参考前人研究的经验[32,33],

用五级制来界定单因子的阻力大小，分值越高，意味着物种扩散阻力越大。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阻力因子权重，判断矩阵的检验

系数为 0.0389,小于 0.1,通过一致性检验，说明各个阻力因子的权重设置合理，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阻力评价体系 

阻力因子 单位 

阻力赋值 

阻力权重 分级参考文献来源 

5 4 3 2 1 

高程 km >1.0 0.8～1.0 0.4～0.8 0.2～0.4 <0.2 0.0235 [34] 

坡度 ° >30 25～30 15～25 7～15 <7 0.0317 [35] 

土地覆盖类型 -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水域 园地、耕地、草地 林地 0.3797 [8,36] 

距国道距离 km <1.0 1.0～2.0 2.0～5.0 5.0～10.0 >10.0 0.0632 [37] 

距省道距离 km <0.5 0.5～1.0 1.0～2.0 2.0～5.0 >5.0 0.0924 [37] 

距县道距离 km <0.1 0.1～0.2 0.2～0.5 0.5～1.0 >1.0 0.1362 [37] 

距居民点距离 km <0.25 0.25～0.5 0.5～1.0 1.0～2.0 >2.0 0.2733 [37] 

 

2.4生态廊道提取 

2.4.1MCR模型 

MCR模型通过计算源向四周扩散过程的最小累积阻力来识别物种迁移与扩散的最佳路径，能较好反映景观中生物要素流动的

潜在可能性及趋势，广泛应用于生态网络建设。本文基于 ArcGIS软件平台，使用 Cost Distance和 Cost Path模块分别生成生

态源间廊道和生态压力需求廊道。MCR模型基本公式如下[38]: 

 

式中：Dij为物种从源地斑块 j到目标斑块 i的空间距离；Ri为目标斑块 i的扩散阻力系数。 

2.4.2重力模型 

重力模型常用于评价生态廊道的相对重要性[39],本文以生态源地的有效连通为原则，利用重力模型筛选出生态源地间相互作

用较强的生态廊道，构建符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的生态网络。重力模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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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ij是源地斑块 i和 j 之间的相互作用力；Si、Sj分别是源地斑块 i和 j 的面积；Pi、Pj分别是源地斑块 i和 j 的阻力

值；Lmax是所有生态廊道的最大累积阻力值；Lij是源地斑块 i和 j之间廊道的累积阻力值。 

3 结果分析 

3.1生态源地识别分析 

研究区内核心区总面积为 34202.98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32.35%,总体规模较大，广泛分布于南部山区地带(图 2),北部核

心区斑块面积较小且分布相对零散，不利于物种的迁移与扩散。斑块面积和连通性是维持景观生态过程和功能的重要载体，一般

来说，生态源斑块需具有良好生态稳定性和扩展性，而面积较小的生态斑块易被人类干扰活动所影响，生态稳定性及恢复力较

差。因此本文参考李青圃等[16]的研究成果，筛选出面积大于 50km2的核心区斑块作为潜在生态源地，计算其连通性重要程度并排

序(表 2),将 dPC>1的 12个核心区斑块作为生态源地。 

 

图 2基于 MSPA分析的景观要素类型图 

表 2生态源地景观连通性指数重要度排序 

排序 斑块编号 连通重要性 dPC 排序 斑块编号 连通重要性 dPC 

1 10 62.05 7 7 1.46 

2 11 31.58 8 12 1.35 

3 8 10.68 9 6 1.34 

4 1 3.49 10 5 1.18 

5 4 2.51 11 3 1.09 

6 9 1.71 12 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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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源地总面积为 25581.47km
2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24.20%,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浙西中山丘陵、浙东盆地低山等区域(图

3),其中位于浙西中山丘陵的源地斑块(编号 10)dPC远高于其它源地，表明该源地斑块在维持区域景观的连通性上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生态源地土地覆盖类型以林地为主，约占生态源地总面积的 84.74%;水域、草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12.63%和 2.63%;生

态源地是保障和维护长三角生态安全的底线，应严格禁止开发建设活动。 

 

图 3生态源地空间分布图 

3.2生态阻力面分析 

基于层次分析法对不同生态阻力因子进行权重赋值，得到符合研究区生态特点的综合阻力面。从图 4可知，研究区内生态阻

力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表现出北高南低的特征。生态阻力低值区主要位于浙江西南部，面积较广，呈现集中连片的分布特征，

便于物种的迁移与扩散。生态阻力高值区主要位于苏南、上海与浙江沿海地区，但分布特点有所差异，苏南与上海生态阻力高值

区呈现片状集聚分布特征；浙江生态阻力高值区则沿海岸线呈带状分布。与生态源地空间分布对比可以发现，生态高阻力区与生

态源地之间缺乏有效连接，不利于能量交换和物质流动，因此有必要构建相应的生态廊道，以增强景观整体连续性。 

3.3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 

3.3.1生态压力空间格局 

根据公式(1)～(3),可计算出长三角各城市的生态压力指数，采用自然断裂法对其进行可视化(图 5a)。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

压力指数远大于 1,表明区域生态系统面临较大压力，生态安全形势较为严峻。生态压力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布特点，上海市、苏

州市、无锡市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区，生态压力等级高，生态安全形势急需改善；江苏北部相对处于中间地带；浙江省拥有较好的

生态资源，生态压力略微低于江苏省与上海市。 

夜间灯光数据可直接反映较大空间尺度上的人类活动，一般而言灯光强度(像元 DN值)越高的地方，意味着城市化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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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面临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胁迫压力。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40],结合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情况，提取 DN值大于 40的夜

间灯光影像范围作为生态压力热点区；再将生态压力热点区与生态压力指数叠加，得到不同生态压力等级的热点区(图 5b)。最

后对斑块面积进行降序排列并计算累加比例，将累加比例 90%对应的面积作为剔除碎小斑块的阈值，由此确定 16 个不同压力等

级的需求点(图 6)。 

 

图 4综合阻力面 

 

图 5生态压力热点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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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研究区生态廊道网络 

3.3.2关键生态廊道 

本文基于 MCR模型共生成 66条潜在生态源间廊道和 16条生态压力需求廊道。利用重力模型构建 12个生态源地斑块之间的

相互作用矩阵(表 3),参考胡炳旭等[41]的研究成果，将相互作用强度值 100作为提取生态源间廊道的阈值，并剔除重复冗余廊道，

最终得到 28条有效连通生态源地的源间廊道(图 6)。生态源间廊道总长度为 2459.13km,呈现“两纵一横”的空间格局：南北方

向上的两条源间廊道分别连接太湖流域—宜溧山脉—天目山脉—龙门山脉，会稽山脉—括苍山脉—雁荡山脉；东西方向上的源

间廊道主要连接龙门山脉—会稽山脉—天台山脉；源间廊道在连片山脉处形成明显聚合，有效维持了区域景观的连通性。生态压

力需求廊道总长度为 1186.71km,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组团特征，一般压力需求廊道以浙东盆地低山为核心，沿低阻力路径向外

扩散，该类廊道处于生态源地边缘带，主要功能是平衡区域生态环境、缓冲城市扩张对生态源地的压力。高、较高压力需求廊道

以太湖流域和宜溧山脉为核心向外发散分布，可见太湖流域和宜溧山脉是缓解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需求压力的主要生态源

地，对长三角地区的生态安全格局建设极为重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其的保护和建设。生态压力需求廊道更为靠近

人类活动干扰的区域，使其保持了核心生态源地与城镇系统的联系，进一步延展核心生态源地的生态服务范围。生态源间廊道与

压力需求廊道共同构成以生态源地为中心的网状空间布局，保障了区域生态网络的连通性和稳定性。 

表 3基于重力模型的源地斑块相互作用矩阵 

源地斑块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 1093.98 75.39 92.04 26.52 18.60 44.30 80.07 19.08 152.52 47.87 17.15 

2 - - 108.41 146.07 34.73 24.53 61.30 114.47 25.18 269.06 63.89 22.05 

3 - - - 532.82 124.83 98.11 512.84 2893.96 100.34 409.62 278.80 57.39 

4 - - - - 65.75 48.92 209.63 507.56 54.42 3085.13 153.83 39.14 

5 - - - - - 5368.58 309.95 272.28 1714.38 86.94 793.74 121.79 

6 - - - - - - 287.00 225.21 5419.39 64.35 916.46 1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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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 - - - 2823.92 369.01 228.12 1619.03 140.10 

8 - - - - - - - - 237.86 451.46 787.00 119.57 

9 - - - - - - - - - 71.21 1550.15 134.33 

10 - - - - - - - - - - 193.54 55.12 

11 - - - - - - - - - - - 401.07 

12 - - - - - - - - - - - - 

 

3.3.3生态安全格局优化 

(1)疏通生态廊道，保障生态网络的连通性 

基于 MCR模型生成的生态廊道只是一种概念上的连接路径，缺少实际宽度。在实际生态规划设计与建设中，生态廊道需具备

一定宽度才能满足物种迁徙需求。相关研究表明，当生态廊道建设用地占总景观面积的比例小于 10%时，修建难度小且适合生态

网络中物种的迁移与扩散[34]。因此本文以建设用地占比 10%作为确定生态廊道宽度的阈值。 

从表 4 可知，生态源间廊道宽度为 1200m 时，建设用地占比远小于 10%,表明生态源间廊道不受建设用地限制，对于生态源

间廊道的宽度选取需要进一步探讨：一般来说，生态廊道越宽越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但也有学者认为廊道过宽会促使生物在两

侧间运动，从而减缓生物流的流动速度
[42]

;而窄于 1200m 的廊道不会有真正的内部生境
[43]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生态源间廊道适

宜修建宽度设为 1200m。一般压力需求廊道适宜修建宽度约为 750m,该宽度能创造物种丰富的景观结构，满足物种对生境的需求。

较高压力需求廊道适宜修建宽度约为 550m;高压力需求廊道受人为干扰较大，植被覆盖率低，廊道宽度为 100m 时，建设用地占

比依然大于 10%,考虑到高压力需求廊道的物种扩散源是太湖湿地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的主要栖息物种是鸟类，多达 173种[44],

因此廊道宽度需着重考虑鸟类的栖息与迁徙。朱强等[43]的研究指出，100～200m是保护鸟类较为合适的宽度，因此高压力需求廊

道适宜修建宽度为 100～200m。 

表 4生态廊道的景观构成 

宽度(m) 廊道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100 

生态源间廊道 12.05 83.47 0.81 3.03 0.63 0.01 

一般压力需求廊道 25.98 59.06 0.28 9.65 5.03 0.00 

较高压力需求廊道 62.01 20.14 0.00 13.09 4.69 0.07 

高压力需求廊道 35.41 27.05 0.61 24.60 12.33 0.00 

200 

生态源间廊道 13.00 81.90 1.00 3.09 0.99 0.02 

一般压力需求廊道 25.77 57.85 0.37 9.85 6.16 0.00 

较高压力需求廊道 60.77 19.58 0.01 13.36 6.15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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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力需求廊道 33.73 26.13 0.57 25.24 14.32 0.01 

550 

生态源间廊道 15.07 78.27 1.53 3.26 1.83 0.04 

一般压力需求廊道 25.05 54.95 0.68 10.31 9.01 0.00 

较高压力需求廊道 58.18 17.91 0.04 13.65 9.96 0.26 

高压力需求廊道 28.93 24.69 0.48 26.94 18.86 0.10 

750 

生态源间廊道 15.72 77.08 1.71 3.34 2.11 0.04 

一般压力需求廊道 24.65 53.99 0.82 10.48 10.06 0.00 

较高压力需求廊道 57.50 17.16 0.04 13.85 11.14 0.31 

高压力需求廊道 26.80 24.48 0.48 27.59 20.49 0.16 

1200 

生态源间廊道 16.67 75.38 1.90 3.48 2.52 0.05 

一般压力需求廊道 24.34 52.76 0.87 10.64 11.39 0.00 

较高压力需求廊道 56.83 16.02 0.06 14.12 12.59 0.38 

高压力需求廊道 23.41 23.76 0.54 28.42 23.55 0.32 

 

此外，不同景观类型主导的生态廊道，在构建过程也应有所侧重：以林地景观为主的生态源间廊道和一般压力需求廊道，应

配置生态性强、群落稳定的植被，通过形成乔、灌、草复合结构的植被群落来增强廊道的稳定性。以耕地景观为主的较高、高压

力需求廊道，应重点保护坑塘湿地、生态沟渠、农地田埂、灌丛等半自然生境，进行适度的退耕还林，增强景观异质性和连通性，

维持区域小环境的生态稳定。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水系较为发达，生态廊道不可避免地需穿过一些水体，为降低水体对陆生生物

迁徙的阻力，应重视廊道水体沿岸植被缓冲带的建设，合理的植被缓冲带既能有效过滤地表污染物改善水质，又能为廊道内陆生

生物的迁移创造条件。 

(2)划分生态功能分区，确保生态安全建设的精确与高效 

基于生态源地构建的最小累积阻力面是生态功能分区的基础，参考李纪宏等
[45]

、程迎轩等
[46]
的研究，利用标准方差分类方法

对阻力值进行分类，根据不同分类类别的数量突变性确定功能分区的边界阈值。本文基于最小累积阻力的标准方差，将其划分为

9类，并统计不同类别与栅格数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表 5)。由表 5可知，从 C1到 C2类，栅格数量有一个明显的突变过程，变化

幅度约占栅格总数的 24.88%;从 C2 到 C3 类再次出现栅格数量突变，且变化幅度仅次于从 C1 到 C2 类，约为 4.40%;从 C4 类开

始，栅格数量维持在 10%以下的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因此本文选取最小累积阻力值为 8332、60033、111734作为功能分区的边

界阈值，据此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保育区、生态控制区、生态过渡区、生产生活区。此外，生态廊道是区域内物质与能量流动的

载体，对维系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生态功能分区还需综合考虑生态廊道的空间分布规律。生态廊道的最主要功能是为物种的

迁移与扩散提供通道，因此本文基于生态廊道景观组分，提取廊道中对物种迁移与扩散阻力最大的建设用地作为廊道修复的关

键区域，将其叠加在已划分的功能分区上，最终得到以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为主导的生态功能分区(图 7)。 

表 5最小累积阻力标准方差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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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值区间 栅格数量 比例(%) 

C1 0～8332 46598097 40.31 

C2 8332～60033 17838709 15.43 

C3 60033～111734 12755174 11.03 

C4 111734～163435 10099194 8.74 

C5 163435～215136 9649978 8.35 

C6 215136～266837 9564591 8.28 

C7 266837～318538 5547652 4.80 

C8 318538～370239 2778873 2.40 

C9 370239～408332 761315 0.66 

合计  115593583 100.00 

 

 

图 7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生态功能分区 

从分区的结果可知，生态保育区占全区总面积的 40.25%,该区人类活动干扰较小，大面积有林地聚集于此，为区域提供固碳

释氧、稳定区域性气候等生态服务功能，是支撑长三角生态安全格局的基本骨架，应禁止开发和占用。生态控制区占全区总面积

的 15.40%,该区环绕生态保育区分布，起到过滤外来干扰的保护作用，是面向城市不可或缺的生态保护屏障。生态过渡区占全区

总面积的 11.02%,该区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大于生态用地，是农业生产、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的区域，土地的开发利用

需综合考虑三者间的平衡。生产生活区占全区总面积的 33.20%,该区远离生态源地，地势较为平坦，适宜开展生产活动；生产生

活区大体分为两个片区，北部生产生活区以农业生产用地为主，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为区域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应提

供基本保障；东部生产生活区以建设用地为主，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为区域社会经济系统提供各种空间承载和物质保障功

能。廊道修复区占全区总面积的 0.13%,该区受到人类干扰频繁，对物种的迁移与扩散有较强的阻碍作用，可通过人工造林、设

置缓冲隔离带等措施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的无序增长，保障生态过程的有效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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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1讨论 

(1)自然生态服务供给与人类生态服务需求相适应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基石[47]。从生态源地和生态压力热点区识别结果来

看，生态源地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南部山区地带；较高、高生态压力热点区则集中在研究区东部与北部，生态源地提供的高质量生

态服务无法有效覆盖需求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失耦，这种空间失耦现象会造成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退化，威胁区域生态安全
[12]。故本文在识别生态源间廊道基础上，进一步搭建生态源地与生态压力热点区之间的需求廊道，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了生态源

地的服务范围，缓解中心城区的生态需求压力，更好地推动长三角地区健康可持续发展。此外，廊道宽度会直接影响廊道生态功

能的发挥
[48]

,本文基于景观结构与功能原理确定廊道宽度，发现高压力需求廊道的宽度最小，这是因为高压力需求廊道位于上海、

苏州等土地资源稀缺的城市化地区，如果廊道设置过宽，必然会挤压城市发展空间。Peng 等[49]指出在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廊

道建设需同时兼顾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和生态效益发挥。 

(2)目前的生态功能区划研究，没有将生态廊道这一对于维系生态系统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要素纳入考量体系，缺乏

对生态过程的动态评估
[50]

。因此本文基于最小累积阻力面进行生态功能分区时，综合考虑不同景观对物种迁移的干扰程度，识别

生态廊道中需重点进行生态修复的区域，最终形成以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为主导的生态功能分区。划分结果为区域实施生态安全

建设提供重要依据，可针对不同功能分区的差异性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及优化措施，确保高效、精确地实施区域生态安全保护。

需要说明的是，最小累积阻力面是生态功能分区的基础，受限于数据的获取，本文对阻力因子的赋值分级是基于已有研究成果
[8,34,35,36,37],未充分考虑研究区内物种迁移特性对阻力因子赋值分级的影响，阻力面的模拟效果略显不足，未来有必要结合长三角

地区的物种迁徙习惯对阻力面进行修正。 

4.2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作为研究区，聚焦于区域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基于 MSPA 方法和景观连通性指数识别生态源地；

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构建符合区域环境特点的生态阻力面；利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和夜间灯光数据识别生态压力

热点区；基于 MCR模型和重力模型识别生态源间廊道和生态压力需求廊道，构建并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生态源地总面积为 25581.47km2,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24.20%,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浙西中山丘陵区和浙东盆地低山区；

生态压力热点区集中分布于上海、苏州等快速城市化地区，远离生态源地，生态供需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失耦。 

(2)生态廊道总长度为 3645.84km,其中生态源间廊道长度为 2459.13km,呈现“两纵一横”的空间格局；生态压力需求廊道

长度为 1186.71km,呈现以生态源地为核心的空间组团特征。为保障生态廊道的连通性，建议生态源间廊道修建宽度为 1200m;一

般、较高、高压力需求廊道的修建宽度分别为 750、550和 100～200m。 

(3)基于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最小累积阻力面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保育区、生态控制区、生态过渡区、生产生活区和廊

道修复区，各区占比分别为 40.25%、15.40%、11.02%、33.20%、0.13%,划分结果可为生态安全格局分区管控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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